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73期）2024（5）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农户兼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生产效率

——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经验证据

牛秋纯，李谷成*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农户兼业化是农民分化的重要特征，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命题，探讨农户兼业、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十分

必要。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利用内生转换 Probit 模型评估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

性服务采用的影响，进一步运用似不相关双变量 Probit 模型和控制函数法实证分析两者对

农业生产效率的联合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兼业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农户

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相较于专业性农户和自有机械农户而

言，兼业农户和外购机械服务的农户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由此认为：应积极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引导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正确认识农

户兼业化的发展趋势，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减轻农户兼业可能对农业产

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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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二元体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农户兼业化成为农村社会发展中农民分化的重要方

向[1]。一方面，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进程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96亿人，比上年增长 1.1%。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追踪数据也显示，样本

数据中农户的农业参与率从 1995年的 83%下降到 2020年的 45%。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内部结构

也普遍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趋势。在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降”的背景下，引发了学者们关于

“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农业副业化”的担忧[2]，并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破解“谁来种地”难题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农业经营增效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

要方法。国家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这一矛盾，但对部分小农户辐射作用有限[3]。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

接，扶持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合作经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这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入新阶段。在当前促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如何既保持农业竞争力和生产力，又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目前学者就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展开了诸多探讨，但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一种观

点认为农户兼业有明显的增收作用，有利于缓解农户的流动性收入约束，提高其引进新的技术、增加

农业要素中间投入、购置农业机械及生产性服务的支付能力[4]，优化和调整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结构，

从而提升生产效率[5⁃6]。另一种观点认为兼业会导致农业投入要素质量下降、农业生产粗放式经营、

耕地撂荒等问题使得农业被边缘化、副业化，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效率[2]。魏素豪研究发现专业性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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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种粮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兼业农户，非农收入大多被用于生活消费，并未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环节的

投入，农户兼业的收入效应并不能弥补农业劳动力外流导致的劳动力流失效应[7]。另外，还有一些观

点指出农户兼业对于生产效率并未有显著影响，或是因兼业程度的不同而具有非线性影响[8]。

已有文献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生产效

率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近年来，农户逐渐形成“亦工亦农”的身份格局，土地流转规模减

小，而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提升效应在增强[9]。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推广和普及，整合统一了小农户的服

务需求，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先进技术及机械设备的有效利用，从而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起到

积极作用[10⁃13]。但更为关键的是，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之间存在交互关系[14]，农户兼业会显著

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也会反向影响农户兼业的决策，而已有文献较少考虑

到这一点。

现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但目前仍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其

一，部分研究未将兼业农户视为兼营农业和非农业的综合决策者，混淆了劳动力转移和农户兼业的

概念，进而夸大了农户兼业的消极影响。其二，已有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户兼业行为的自选择性，

这将导致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当非农工作不是随机分配时，农户是否兼业的决策可能受到

可观测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和不可观测因素（如管理能力、行为动机等）的影响。其三，鲜有

研究同时考虑农户兼业、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生产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抑或只是简单地将农业生

产性服务作为中介变量或进行异质性分析，忽视了前两者在农业生产中存在交互效应，进而导致估

计结果的有偏性。其四，国内基于农户兼业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某一区域或某一作物的微观调

查，使用的数据缺乏充分的代表性。

鉴于此，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 201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样本数据，在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测算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户兼业行为的自选择问题，利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来识别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影响，并运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和控制函数法剔除农户兼业

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交互效应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两者对生产效率的联合效应，更加清晰

地认识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为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

与实证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所讨论的“兼业”是指农户作为农业决策者，在其他经营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基于效用最大

化目标，受到可观测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和不可观测因素（如管理能力、行为动机等）的共同

影响，通过比较农业和非农行业相对效用，从而做出的劳动力要素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即户主是否

选择参与兼业。

根据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农户兼业通过收入效应带来的收入增长能够扩展家庭经营的收

入约束边界，使其更有能力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15]。另一方面农户兼业会导致劳动力损失效应，劳动

力从农业部门部分转向非农部门，客观上导致投入到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和时间的减少。而农业

生产性服务可供农户按不同作物的不同生产环节，灵活购买全程或部分服务以保证农业生产，因此

兼业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以缓解劳动力短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户兼业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在于，一方面兼业的收入效应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农业生产性投入要素的资金流动约束，使得农户具备更优的资源配置策略。兼业的实质

是改变了农户对农业生产要素的相对投入，主要表现为劳动要素投入的相对减少和其他要素投入

（资本、中间投入等）的相对增加，以资金密集型要素投入替代劳动密集型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生产效

率。另一方面农户非农活动的增加必然相对减少了农户投工时间，相对而言，劳动力在农业中的稀

缺性增加，带动提升了本地农业劳动力的价格，即使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完善，也会增加农户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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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从而增加对农业机械的需求[16]。由于农业机械投入的长周期性和高投资门槛，

小农户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更多表现为对农业机械服务的需求[17]。而农业生产性服务使得小农户的服

务需求得到满足和统一，并且通过规模化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小农户的机械化程

度，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18]。

由于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之间存在交互关系，两者的决策是同期进行且互相影响的[14]。

当前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推广和普及，一方面缓解了因兼业可能造成的家庭劳动力短缺的困境，为农

户兼业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释放了农闲季节的剩余劳动力，“农忙务农、农闲务工”，在极大程

度上增加了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并实现家庭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重新配

置，体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农就业带动效应[19]。因此，本文在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交

互效应的基础上处理内生性问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在联合影响下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会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数据于 1986年开始收集至今，

具有样本量大、时间跨度长的优势，目前有样本农户约 23000户，覆盖了约 360个行政村，样本分布在

全国除港澳台外的 31个省（区、市）。且调查范围广泛，问卷内容涉及农业生产、家庭情况、消费、就业

等，在微观层面上提供了农户全景性的生产生活数据资料。具体到本文而言，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更新了 2019年问卷的具体指标，将原有的“机械作业费用”细分为“外购机械作业费用”和“自家农机

作业费用”，这为本文开展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的研究时间聚焦于

2019年。

2.模型设定

（1）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随机前沿分析是一种可用于计算生产效率

的参数估计方法，相对于DEA构建确定性生产前沿面的估计方法，SFA纳入经典白噪声项，充分考

虑到随机因素对前沿面的影响，更为贴近农业生产的本质。对农业而言，SFA的应用前景更为广泛，

故本文选取此方法来测算农业生产效率。本文采用 Battese 等[20]提出的一步估计法，生产函数设定

如下：

lnYi = α0 + αk lnKi + αl lnLi + αm lnMi + vi - ui (1 )
式（1）中，Yi表示农业产出，Ki表示物质费用投入，Li表示劳动力投入，Mi表示土地投入，vi为服

从正态分布的经典白噪声，ui为独立于 vi的非负项，通常用来表征技术无效率。

（2）内生转换 Probit模型。本文采用内生转换 Probit模型来识别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

影响。其中，农户是否兼业的决策及其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的影响在两阶段处理框架中设定模

型。第一阶段是选择方程回归，使用 Probit模型对农户是否兼业的决策进行建模和估计，模型设定

如下：

W *
i = γi Z̄i + εi,{Wi = 1     if W *

i > 0  
Wi = 0       otherwise ( 2 )

式（2）中，W*
i 是一个潜变量，表示农户兼业的概率，由可观测到的二元选择变量Wi决定；该二元

选择变量Wi，若农户选择兼业则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Z̄i为解释变量（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

经营规模等）；εi为误差项。

第二阶段是结果方程回归，评估农户兼业决策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的影响效应。以下分别代

表兼业的参与者（兼业农户）和非参与者（专业性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影响效应的结果方程：

S*
1i = α1i X̄1i + δ1i,{S1i = 1   if S*

1i > 0  
S1i = 0   otherwise  for Wi =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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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0i = α0i X̄0i + δ0i,{S0i = 1   if S*

0i > 0  
S0i = 0   otherwise  for Wi = 0 ( 4 )

其中，S*1i（S*0i）是一个潜变量，表示农户兼业（与否）时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概率；X̄1i和 X̄0i为解

释变量；α1i和α0i为待估计参数；δ1i和δ0i为误差项。

为了排除农户兼业自选择性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第一阶段估计

中需至少包含一个工具变量，从而满足排除限制[21]。本文参考已有文献[22]，利用同伴效应（peer ef⁃
fects）选取工具变量。由于农户间的决策行为会相互影响，邻近农户参与兼业的比例越高，农户对非

农工作的信息渠道和参与途径会更加了解，其自身参与兼业的概率也越高。因此，针对农户兼业变

量构造同村劳动力流出率作为工具变量，即各村其他样本农户（总样本数-1）中劳动力流出的比例。

为进一步估计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影响效应，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基础上，可以通

过计算得到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reated，ATT）和对照组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untreated，ATU）[21]：

ATT= 1
NP

∑
i= 1

NP

{ Pr (S1i = 1|W= 1,X= x)- Pr (S0i = 1|W= 1,X= x ) }

           = 1
NP

∑
i= 1

NP ì
í
î

ïï

ïïïï

ü
ý
þ

ïïïï

ïïïï

Φ2( )α1i X̄1i,γi Z̄i,ρ1 -Φ2( )α0i X̄0i,γi Z̄i,ρ0

F ( )γi Z̄i

( 5 )

ATU= 1
NN

∑
i= 1

NN

{ Pr (S1i = 1|W= 0,X= x)-Pr ( S0i = 1|W= 0,X= x ) }

           = 1
NN

∑
i= 1

NN ì
í
î

ïï

ïïïï

ü
ý
þ

ïïïï

ïïïï

Φ2( )α1i X̄1i,γi Z̄i,ρ1 -Φ2( )α0i X̄0i,γi Z̄i,ρ0

F ( )-γi Z̄i

( 6 )

其中，Φ2(*)和F(*)都为累积分布函数，前者为二元正态分布，后者为一元正态分布。NP为处理组

对象的个数（W=1），NN为对照组对象的个数（W=0）。式（5）中，Pr (S1i = 1|W= 1,X= x)指现实

情境下，农户兼业且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概率，而Pr ( S0i = 1|W= 1,X= x )指反事实情境下，农户

兼业但不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概率。式（6）中，Pr (S1i = 1|W= 0,X= x)指反事实情境下，农户不

参与兼业但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概率，Pr ( S0i = 1|W= 0,X= x )指现实情境下，农户不参与兼业

且不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概率。

（3）控制函数法。为验证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两者对生产效率的联合影响，本文采用控

制函数法构建生产效率的函数方程，模型设定如下：

YP =φiWi + viSi + ζi X̄i + μi ( 7 )
式（7）中，YP表示农业生产效率；Wi表示农户兼业的选择变量（参与者=1；非参与者=0）；Si表

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选择变量（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1；不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0）；X̄i为解释变

量；φi、vi和 ζi为待估计参数；μi为误差项。

由于农户是否参与兼业和是否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是户主的自选择决策行为，受可观测因素和

不可观测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与这两个决策以及农业生产效率都相关，从而导致

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一般采用工具变量法和控制函数法。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可得到

一致性的估计，但控制函数方法是一种更有效的估计方法[23]，并且形式更加灵活，因此本文最终采用

控制函数法进行实证估计。控制函数法包含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
型（seemingly unrelated bivariate probit，SUBP）联合估计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的决策。参

考Hübler等[24]的做法，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选择方程设定如下：

S*
i = ϑi X̄i + vi,{Si = 1   if S*

i > 0  
Si = 0  otherwise ( 8 )

式（8）中，S*i 是一个潜变量，表示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概率，由可观测到的二元选择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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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决定；对二元选择变量Si，若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则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X̄i为解释变量；ϑi为
待估计参数；vi为误差项。

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将式（2）和式（8）联合估计，并预测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在第二阶段中，将 IMR作为额外的变量添加到式（7）中，重新整理可得农户兼业和农业

生产性服务对生产效率的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Yp = ξiWi +ωiSi + βi X̄i + κi( IMRWi)+ ϑi( IMRSi)+ ei ( 9 )
式（9）中，Yp表示农业生产效率；Wi和Si为选择变量，分别表示农户兼业的决策和农业生产性服

务采用的决策；ξi和ωi为待估计参数，分别反映了这两个决策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X̄i为解释变量；

βi为解释变量的待估计参数；IMRWi
和 IMRSi为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中预测得到的逆米尔斯比

率，用于解释由不可观测因素引起的潜在自选择偏差；ei为误差项。

3.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生产效率，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农户技术效率进行估计，以表征生产

效率。为提高家户层面生产效率的可比性，本文聚焦于种植业农户的“加总”生产效率，并选取全国

农村固定观察点中种植业所包含的 5种粮食作物与 8种经济作物的投入产出进行加总。选择“加总”

生产效率还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通常不会对品种和地块加以区分，

多是整体决策；第二，农业生产中存在多样性，分作物估计难以分离出公用资产的部分，从而造成估

算偏差。因此，本文选择了“加总”的生产效率。在确定生产函数投入产出时，参考王璐等[25]的研究，

本文选择加总后的产量作为产出变量，选择农户年内生产经营中投入的物质费用、年内家庭生产经

营投工日数、种植面积分别代表物质费用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土地投入。其中，物质费用投入包括种

子种苗费、农家肥折价、化肥费用、农膜费用、农药费用、机械作业费用等；劳动力投入包括家庭成员

劳动日数和雇工日数；土地投入包括各作物年内播种面积的加总亩数。

（2）核心解释变量。一是农户兼业，若户主参与兼业则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由于部分个人

问卷数据缺失较多，该变量根据个人问卷中的多项指标筛选得到，包括从事主要行业类型以及从事

非农业劳动时间、收入、支出、地点等。二是农业生产性服务，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2019年问卷

指标设计的更新细化，本文将外购机械作业费用大于零的农户定义为采用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取值

为1，反之则取值为0。
（3）控制变量。参考李谷成等[26⁃27]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①户主年龄；②户主性

别；③户主受教育程度；④农业技术能力；⑤家庭经营规模；⑥家庭经营地块数；⑦合作社；⑧交通便

利程度；⑨地区。变量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农户的生产效率测算

本文运用 Stata17 软件进行随机前沿分析，得到以农户技术效率表征的生产效率，其均值为

0.815。表 2 报告了 SFA 模型的估计结果，土地投入、物质费用投入、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0.434、0.473、0.069，且均在 1%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弹性之和为 0.976，表明规模报酬递减，该结

果也与现有大多数研究相符[25]，这充分说明了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与可比性。

2.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影响效应

（1）第一阶段：农户兼业的影响因素分析。表 3第 2列及第 6列汇报了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

第一阶段选择方程的回归结果。首先户主特征方面，户主年龄对农户兼业的影响显著为负。Chang
等的研究表明，生命周期对参与兼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23]，呈现一种“倒U型”的关系，以农户 41岁为

拐点。由于样本农户平均年龄为 58岁，老龄化特征显著，样本中的农户更接近于后一阶段的特征，参

与兼业的可能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与已有研究结论相符[28]。同时，户主性别也是影响是否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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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女性户主相比，男性更有

可能参与兼业，这一发现与 Wang 等[29]的研究结

果一致。其次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经营规模与农

户兼业显著负相关，而家庭地块数与农户兼业显

著正相关。经营规模和地块数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经营规模越大的

农户，参与兼业的可能性越小，更倾向于从事专

业性的农业活动。而地块数越多的农户，土地细

碎化，参与兼业的可能性越高。最后村庄特征方

面，村庄交通便利程度与农户兼业呈显著负相

关。村庄距最近公路干线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村庄的经济状况和交通便利程度，村庄距离公路干线越远，交通阻隔，农户从事兼业的可能性

越低。

（2）第二阶段：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影响。表 3第 3列和第 7列、第 4列和第 8列汇报了

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第二阶段结果方程的回归结果。兼业农户和专业性农户的估计系数存在显

著差异，这表明使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是合适的。首先，兼业农户的年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

年龄越大的兼业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以缓解劳动力质量和数量下降的双重挤压状

况。其次，兼业农户的经营规模系数略大于专业性农户，这说明经营规模越大的兼业农户相较于专

业性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以弥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最后，专业性农户的交通便利

程度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处于交通区位劣势的专业性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能性也越低。

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程度普遍较低。这说明当地交通便利程度和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培育程度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服务的采用。

表 3最后报告了选择性修正项的估计值 ρ，该估计系数衡量了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两阶段方程

中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ρ1的负号表示由未观测到的异质性引起了负选择性偏差[21]。

如果不处理该偏差，会导致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影响估计有偏。此外，Wald检验结果表明

可以拒绝农户兼业变量是外生的原假设。因此，上述结论证明使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以分析农户

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影响是合理且必要的。

（3）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平均处理效应。表 4中，ATT和ATU的值为正且在 1%的置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指标类型

核心指标

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

村庄特征

虚拟变量

变量

农业生产效率

农户兼业行为

农业生产性服务

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农业技术能力

经营规模

地块数

合作社

交通便利程度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定义

基于SFA测算的技术效率

2019年户主是否兼业：是=1；否=0
2019年是否外购机械作业：是=1；否=0

户主实际年龄

户主性别：男=1；女=0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是否受过农业技术培训：是=1；否=0

年初经营耕地面积/亩
年末实际经营耕地块数

是否加入合作社：是=1；否=0

村庄与最近公路干线的距离/千米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均值

0.82
0.67
0.63

57.88
0.94
7.17
0.04

9.75
5.04
0.04

1.95
0.20
0.27
0.32

标准差

0.05
0.47
0.48

10.93
0.23
2.43
0.20

12.62
4.79
0.21

2.24
0.40
0.44
0.47

表2　SFA模型估计结果 N=8393
变量

lnLand
lnCapital
lnLabor
_cons
σu
σv
Log Likelihood
χ2

Prob>χ2

估计系数

0.434***

0.473***

0.069***

2.808***

0.210***

0.557***

-9534.640
45758
0.000

标准误

0.010
0.008
0.006
0.044
0.011
0.005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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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兼业农户会显著提高

36.3个百分点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概率。在反事实情境下，专业性农户若参与兼业，将提高 36.8
个百分点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概率。综上可知，农户兼业能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假

设H1得到验证。

3.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生产

效率的联合影响

由于本研究中的 SUBP 模型的主要目标不

是分析影响农户决策的因素，而是作为控制函数

得到预测的 IMR以控制选择性误差，因此基于控

制函数法第一阶段的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

的联立回归结果在此不作赘述①。需要说明的

是，ρ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农户兼业决策和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的决策显著相关（5.9%）。如果不

校正两个决策与生产效率的内生性，将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性。

表 5汇报了基于控制函数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生

产效率的联合影响均积极且显著。其中，兼业农户的生产效率比专业性农户高 0.182，采用农业生产

性服务的农户比自有机械农户高 0.209，相较于平均生产效率水平分别高出 22.20% 和 25.49%。由

此，假说H2得到验证。

此外，户主年龄的系数正向显著，这表明年龄较大的户主，生产效率越高；户主性别的系数为负

向且显著，女性户主的生产效率相对更高。在农村老龄化和女性化趋势的背景下，这体现了农业生

产性服务的优势，弥补了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可能带来的劣势。家庭地块数与农业生产效率呈显

著负向关系，这说明土地细碎化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如何探索适度规模经营之路仍是当今

重要的问题。

①    限于篇幅，此处仅引用ρ系数以表明使用SUBP模型作为控制函数法第一阶段的必要性，回归结果可向笔者索取。

表3　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N=8393

变量

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农业技术能力

经营规模

地块数

合作社

交通便利程度

东部地区

农户兼业

-0.023***

（0.001）
0.250***

（0.061）
0.017***

（0.006）
0.356***

（0.080）
-0.020***

（0.001）
0.014***

（0.003）
-0.221***

（0.070）
-0.027***

（0.007）
0.118**

（0.050）

农业生产性服务

兼业农户

0.010***

（0.002）
-0.051
（0.067）
0.018***

（0.007）
-0.164**

（0.077）
0.028***

（0.002）
-0.001
（0.004）
-0.169**

（0.073）
-0.002
（0.007）
-0.034
（0.056）

专业性农户

0.003
（0.005）
-0.133
（0.103）
0.041***

（0.012）
0.124

（0.167）
0.018***

（0.003）
-0.007
（0.005）

0.113
（0.115）
-0.042***

（0.001）
-0.092
（0.084）

变量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劳动力流出率

常数项

ρ1

ρ0

Log likelihood

Wald检验

农户兼业

0.170***

（0.048）
0.058*

（0.045）
0.513***

（0.051）
1.447***

（0.141）

-10330.692

χ2(2)=21.55，Prob>χ2=0.000

农业生产性服务

兼业农户

-0.131**

（0.053）
-0.540***

（0.050）

-0.195***

（0.149）
-2.101**

（0.842）

专业性农户

0.155
（0.097）
-0.354***

（0.074）

-0.162
（0.766）

-0.300
（0.243）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表4　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结果

农户类型

兼业农户

专业性农户

参与兼业

0.638

0.588

未参与兼业

0.275

0.220

ATT

0.363***

ATU

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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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
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用家庭内成员是

否兼业替换户主是否兼业（模型 1）。考虑到农

户兼业并非个人的理性抉择，更多的是家庭层

面的共同决策。为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家庭

内部会整合劳动力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上重新

配置，也会整合家庭收入重新投入到农业投资

或是家庭消费。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选用家庭内成员是否兼业的变量作替换。二是

替换被解释变量，将原 C-D 生产函数形式更

换为Translog形式用以估计生产效率（模型 2）。由于原C-D生产函数形式较为简单，可能难以体现

生产要素替代的复杂情况，且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生产函数更具灵活性和包容性。因此，选用Trans⁃
log函数形式估计的生产效率作为稳健性检验。从回归结果来看，两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在系数方向

和显著性水平上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这表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8393户农户数据，利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评估农户兼业对农业

生产性服务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运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和控制函数法实证分析农户兼业和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联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户兼业具有自选择性，在不调

整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的影响估计是有偏的。在解决样本选择

偏差问题后，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具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兼业农户相对于专业性农

户，更愿意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且显著提高了 36.3个百分点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概率。此外，基

于反事实分析，专业性农户若选择参与兼业，将提高 36.8个百分点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采用概率。第

二，不同影响因素对兼业农户和专业性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用决策有不同影响，年龄越大、经

表5　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联合效应 N=8393
变量

农户兼业行为

农业生产性服务

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农业技术能力

经营规模

地块数

合作社

系数

0.182***

（0.046）
0.209***

（0.051）
0.001***

（0.000）
-0.009***

（0.003）
-0.001
（0.001）
-0.013***

（0.003）
0.000

（0.000）
-0.001***

（0.000）
-0.003
（0.004）

z值

3.99

4.11

3.17

-3.13

-0.77

-3.83

0.44

-4.39

-0.78

变量

交通便利程度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IMRWi

IMRSi

常数项

调整R2

Wald检验

系数

0.001***

（0.000）
-0.018***

（0.002）
-0.032***

（0.002）
-0.018***

（0.004）
-0.111**

（0.027）
-0.129***

（0.030）
0.506***

（0.067）

0.074

χ2(16)=861.85，Prob>χ2=0.000

z值

3.43

-10.91

-15.83

-4.65

-4.11

-4.26

10.24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N=8393
变量

兼业行为

农业生产性服务

个体控制变量

家庭控制变量

村级控制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常数项

模型1
0.144***（0.043）
0.139***（0.051）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0.631***（0.050）

模型2
0.130**（0.065）
0.201***（0.068）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0.588***（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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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规模越大的兼业农户相较于专业性农户，更倾向于采用农业生产性服务以弥补劳动力短缺问题。

第三，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生产效率的联合影响积极且显著，农户兼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

的采用能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兼业农户的生产效率比专业性农户高0.182，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采

用农户比自有机械农户的生产效率高 0.209，相较于生产效率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22.20% 和

25.49%。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有以下几点政策启示：第一，正确认识农户兼业化的发展方向。在考虑

农户资源禀赋的基础上，政府应对不同农户群体进行相应引导工作，实施相关配套政策。对资源禀

赋较好的兼业农户，保障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充分发掘非农就业潜力，鼓励发展县域经济，而对于

重心发生偏移的兼业农户，合理引导其退出农业。第二，政府应积极培育作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

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提高生产环节标准

化程度，保障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得性和对小农户的辐射范围，加大推广、普及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

的农业技术讲座，积极组织实地参观与交流，加深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全面了解，提高农业生产

性服务的采用率。第三，要聚焦服务小农户，发现并解决小农户实际生产过程面临的难点堵点，引领

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积极培育农业生产性服

务组织的基础上，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结构以适应非农就业对转移劳动力的需求，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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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farm Work，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ational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s Survey

NIU Qiuchun，LI Gucheng

Abstract Off-farm work i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farmer differentiation.How to encourage small 
household farmers to become involved in modern agriculture is a major issue put forward by the 19th Na⁃
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rmers’ off-farm work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Based 
on the National Fixed Points dataset，this paper uses the endogenous switching probit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off-farm work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use.Moreover，the joint im⁃
pacts of off-farm work particip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us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
ficiency are also analyzed using a seemingly unrelated bivariate Probit model and a control function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tion in off-farm work facilitates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pro⁃
ductive services use.Furthermore，off-farm work particip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can sig⁃
nificantly promot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Compared to specialized farmers and those using 
self-owned machinery，part-time farmers and farmers u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exhibit high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refore，it’s suggested to actively cultivate new types of agribusiness，expand 
service areas，innovate service methods，and guide farmers into the path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
ment.Meanwhile，it is important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off-farm work，guide 
farmers to adjust the input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and mitigate the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s of off-farm work on agriculture.

Key words off-farm work；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production efficiency； rural 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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